
第二章 南越国遗存的既往发现与研究

本章首先从墓葬形制、棺椁制度、随葬器物等方面对既往发现的南越国墓进行系统的

类型学研究。在此基础上依江河流域将南越国遗存划分为若干自然地理单元，根据各自然

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整合、拆分，划分出南越国的考古学文化

区。最后纵向讨论诸文化区内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变化，横向讨论诸文化区之间的关

系，以及岭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。这些研究有助于在宏观背景上更加全面、深入

地认识合浦地区的南越国遗存。

第一节 南越国遗存的发现与研究

一、考古材料

初步统计，国内发表的南越国墓葬约 600 座，其中报告断代为西汉前期（南越国时期）

者约 400 座，另有报告存疑但是通过研究能够判断为西汉前期者约 200 座。这些墓葬以广

州、贺县、平乐等地分布最为集中，广东揭阳、乐昌、曲江、封开、广西贵县、武鸣、兴

安、灵川等地也有发现。越南北部地区的南越国遗存主要分布在红河平原及其周边地区，

以东山遗址、邵阳遗址和海防越溪遗址最具代表性。（图 3-1）

马坝摇松岭 M1 报告断代为西汉
[1]
，其Ⅱ式罐、铁削等器物均与广州西汉前期墓一致，

可判定为西汉前期。广州东郊罗岗 M4 报告据铜戈定为秦末，但是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均

与西汉初年的 M3 相同
[2]
，年代亦当相近。平乐银山岭发掘 110 座“战国墓”，原报告不排

除其中部分墓葬有进入秦或西汉初的可能
[3]
，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这批“战国墓”大多属

于西汉早期
[4]
。武鸣马头安等秧山 86 座土坑墓

[5]
及独山岩洞葬

[6]
的报告断代为战国，但有

学者根据陶器和滇式铜器特征认为年代应在秦至西汉前期
[7]
，或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

[8]
。

本章将上述材料一并讨论。

南越国遗址或含南越国遗存的遗址已经发现 10 余处，另外有一些零散出土遗物。本

章研究主要以墓葬材料为基础，同时辅以遗址及零散出土遗物材料。

（一）广东地区

发表南越国墓约 320 座。其中 20 世纪 50 年代在广州地区清理 182 座
[9]
，以广州华侨

新村
[10]

最为集中（两次清理44座）。60-70年代的主要工作包括在广州三元里清理11座
[11]

、

广州淘金坑清理 22 座
[12]

，广州东郊罗岗
[13]

、曲江
[14]

等地也有发现。80 年代以来，较大

规模的发掘主要有广州瑶台柳园岗 44 座
[15]

、乐昌对面山 53 座
[16]

、封开利羊墩 10 座
[17]

，

此外在广州其他地点
[18]

和粤东揭阳地区
[19]

也有发现。80 年代以来发掘的南越国王侯级别

大墓主要有：广州象岗南越王墓
[20]

，墓主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；广州西村凤凰岗西汉墓
[21]

，

推测墓主为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；广州农林东路南越国“人”字顶木椁墓
[22]

，墓主为南越



王室成员。

南越国遗址主要有南越国官苑
[23]

、广州秦汉造船场
[24]

、五华狮雄山
[25]

、徐闻五里镇
[26]

、

澄海龟山遗址
[27]

、英德连江口
[28]

、广州磨刀坑
[29]

、揭东
[30]

、揭西县赤岭埔
[31]

计九处，此

外信宜县丁堡公社西汉铜鼓
[32]

等地区有零散遗物出土。

（二）广西地区

发表南越国墓约 280 座。20 世纪 50 年代在贵县地区集中清理了几批汉墓，但是以简

讯形式发表，具体情况不明。60-70 年代，在平乐银山岭发掘 110 座“战国墓”
[33]

和 13

座西汉前期墓
[34]

，在贺县河东高寨清理 5 座随葬品较丰富的西汉前期木椁墓
[35]

；此阶段

发掘清理了贵县罗泊湾两座王侯级别的大墓
[36]

，其中二号汉墓出土“夫人”玉印和“家啬

夫印”封泥。80 年代至今，南越国墓葬发现地点包括贵县
[37]

、灵川
[38]

、兴安
[39]

、武鸣、

贺县等地，其中武鸣地区集中清理了近百座小型土坑墓
[40]

，另有1座形制独特的岩洞墓
[41]

；

高等级墓葬包括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
[42]

和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
[43]

，后者出土玉

质“左夫人印”。

广西地区较有把握判断定在南越国时期的城址主要有高寨古城、通济村古城、长利村

古城和大浪古城
[44]

等，另外有一些零散遗物的发现
[45]

。

（三）越南北部地区

越南北部地区的考古材料散见于相关译著或研究著述中，如黎文兰等著《越南青铜时

代的第一批遗迹》
[46]

、俵宽司关于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
[47]

等。其中《越南青铜时代的第

一批遗迹》指出越南北部青铜时代的墓葬下限在公元前二世纪末，汉代墓葬年代上限在公

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，因此东山、绍阳、越溪等遗址的部分“青铜时代墓葬”应当纳

入本章研究范畴。

二、研究综述

随着岭南地区考古材料的累积，学术界对南越国遗存的研究内容日益深化、全面，研

究视角和手段也渐趋多样，相关研究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结合南越国遗存所进行的南越国历史研究，《南越国史》
[48]

为其中的代表性著

作。有学者从墓葬材料出发讨论南越国丧葬习俗
[49]

及社会历史状
[50]

，或结合考古材料探

讨南越国社会性质
[51]

、官僚政体
[52]

及其内部关系
[53]

，以及南越国在岭南地区开发上的历

史地位
[54]

等。

（二）以南越国遗存为基础进行的族属研究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研究。包括西瓯遗存的

分析
[55]

、西瓯与骆越遗存的辨别
[56]

、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的探讨
[57]

等，涉及秦

汉时期岭南地区越、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
[58]

、岭南地区秦汉时代汉文化的形成
[59]

等领域。

（三）分析南越国遗存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因素，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综合性研究。例



如根据西汉初期随葬器物讨论岭南地区越文化的特点
[60]

，根据城市聚落建筑、特色陶器和

铜器、墓葬形制讨论广西汉代越文化的面貌特征
[61]

，分析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

和成因
[62]

，探讨西汉南越王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
[63]

等。

（四）围绕南越国王侯贵族墓进行的专题研究，主要对象是贵县罗泊湾一、二号汉墓

和广州象岗南越王墓，涉及墓主身份与族属
[64]

、葬制葬具及人殉
[65]

、印章或器物铭文考

释
[66]

、随葬器物专门研究
[67]

，以及相关科技考古研究
[68]

等。

（五）就南越国器物进行的专题研究。例如广州汉墓西汉前期陶器文字的考释
[69]

、南

越国出土铁器
[70]

和铜镜
[71]

的考察、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的比较
[72]

等。

（六）关于南越国遗址的研究。例如南越国官苑遗址园林艺术及其价值的分析
[73]

、广

州秦汉造船场遗址性质的讨论
[74]

、广东秦汉建筑遗址的综合考察
[75]

、五华狮雄山长乐台

遗址的探讨
[76]

等。

南越国遗存研究属于岭南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组成部分，有些研究内容相互渗透结合，

成果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岭南汉墓的综合性研究。包括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
[77]

、广西汉墓形制探讨
[78]

、

百越文化的传播交流
[79]

、汉初越人墓葬的发展演变
[80]

等。

（二）丧葬制度、丧葬习俗研究。涉及“架棺”
[81]

、腰坑
[82]

、“外藏椁”
[83]

、“柱洞”
[84]

等。有学者就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进行比较研究
[85]

，其他包括汉代厚葬习俗
[86]

、

百越葬俗
[87]

等。

（三）出土器物研究。包括西汉职官铭文
[88]

、汉代仿铜陶礼器
[89]

、汉代玻璃器
[90]

、

汉代灯具
[91]

、陶俑灯座
[92]

、汉代陶屋
[93]

等。越式器物的研究对象包括越式鼎
[94]

、铜提筒
[95]

、“王”字铜器
[96]

、陶匏壶
[97]

等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《汉代の文物》
[98]

和中国学者

孙机的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
[99]

两部综合性著作均涉及岭南地区汉代文物。

综上所述，有关南越国遗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批重要成果，具有良好基础。但是综合

性的研究相对薄弱，细致的考古学文化分区研究尤显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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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南越国墓葬的类型学研究

南越国遗存以数百座南越王墓的材料最为系统丰富，本节对南越国墓的墓葬形制、棺

椁制度和出土遗物进行类型学研究。

一、墓葬形制

根据墓葬构造方式和建构材料的不同，将南越国墓葬分为土坑墓、木椁墓（附“人”

字顶大墓）石室墓、岩洞葬、瓮棺葬、船棺葬六类，再根据墓道、墓穴的形状与结构等方

面进行型、式划分（图 1-1）。土坑墓和木椁墓是南越国墓的常见类型。

图 1-1:南越国墓葬形制一览



1．土坑墓

形制结构比较简单，规模较小，随葬品也较少。部分墓葬墓底设有腰坑或底铺小石。

根据墓穴坑壁结构分为三型：

A型：收底土坑墓。墓壁斜向内收，坑口宽度大于坑底。例如广州汉墓 M1002
[1]
。

B 型：直坑壁土坑墓。墓壁垂直，多数墓坑壁平整，坑口与坑底基本同宽。根据墓道

的有无分为两个亚型：

Ba 型：无墓道。根据墓坑长宽比分为两式。I 式：长方形窄坑（长宽比大于 2:1）。例

如银山岭
[2]
M107，规模小，长 1.84 米、宽 0.56 米。Ⅱ式：长方形宽坑（长宽比约等于或

小于 2:1）。例如对面山 M150
[3]
，长 3.3 米、宽 1.7 米。

Bb 型：斜坡墓道。墓葬平面一般呈“凸”字形，墓道居中。例如对面山 M106。对面

山 M61 平面呈“刀”形，墓道偏于一侧；银山岭 M110 墓道与墓室同宽，均较罕见。

C 型：设二层台。墓坑四周或两侧带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，根据墓道的有无分为两个

亚型：

Ca 型：无墓道。根据墓坑长宽比分为两式。I式：长方形窄坑（长宽比大于 2:1）。例

如银山岭 M55，墓口长 5.2 米、宽 2.2 米，墓底四周有二层台。Ⅱ式：长方形宽坑（长宽

比约等于或小于 2:1）。例如银山岭 M8，墓口长 3.7 米、宽约 2米，两侧壁有夯土二层台。

Cb 型：有墓道。仅见银山岭 M102 和 M126，墓道与墓室同宽，M102 三壁设二层台，M126

两侧壁设二层台。

2．土坑竖穴木椁墓

土坑竖穴木椁墓一般规模较大，根据墓道的有无分为二型。

A 型：无墓道。均为单室，部分墓葬墓底设腰坑或铺小石。根据二层台的有无分为两

个亚型：

Aa 型：无二层台。例如广州汉墓
[4]
M1094，平面呈长方形，墓坑四壁垂直平整。

Ab 型：设二层台。例如银山岭 M145，四壁有夯土二层台，宽度不等。

B 型：有墓道。分单室和双室两种情况，均在墓室一端设墓道（多为斜坡式，少见阶

梯状），少数墓（如广州汉墓 M1140、M1141、M1170）在墓底铺小石。根据墓坑的分室情况

分三式。I 式：单室墓，例如广州汉墓 M1141。Ⅱ式：“凸”字形双室墓。前室窄后室宽，

例如广州汉墓 M1172。Ⅲ式：“横前室”双室墓。前室宽后室窄，例如广州汉墓 M1174 为例。

C型：“人”字顶木椁墓

仅见广州农林东路 1 座(2003GDMM68)
[5]
。平面呈“凸”字形，残长 15.86 米、宽 8.9

米，由甬道和主室组成，主椁室顶板由南北两排枋木斜向相互支撑，构成人字形墓顶。该

墓是继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、福建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室墓之后，全国发现的第三座“人”

字顶木椁墓，是百越地区最高等级墓葬的表现形式。



3．石室墓

仅见南越王墓
[6]
1 座。凿山为陵，墓室全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，墓道位于墓室南边。

墓室分前、后两部分，共七室，前部为前室、东耳室、西耳室，后部为主室、东侧室、西

侧室和后藏室，前室、主室各有石门封闭，墓顶由二十四块顶盖石铺设。该墓模仿的是汉

代诸侯王墓的“凿山为藏”制度。

4．岩洞葬

仅见武鸣独山 1座
[7]
。尸体放置在岩洞中自然形成的长方形岩穴内，覆盖一层薄土掩

埋。武鸣地区稍早时期有岜马山岩洞葬
[8]
发现，独山岩洞葬当是继承这种富于地方特色的

葬俗。

5．瓮棺葬

仅在越南北部地区有发现，由两件大陶釜相互扣合而成，用于安葬夭折儿童，东山遗

址和邵阳遗址均有少量发现
[9]
。

6．船棺葬

由原木刳凿成槽而成，见于越南北部平原。据介绍材料
[10]

，东山文化船棺葬已经发现

171 座，其中一部分为截取独木舟一段制作。根据我们对越溪 M2 年代的认识（西汉中晚期），

这些船棺葬中有一部分不属于南越国时期。

二、棺椁制度

南越国墓大多采用棺椁，有直接掩埋、有棺无椁和棺椁俱全几种情况，还有“架棺”、

船形棺、“人”字顶椁等特殊葬俗，但是棺椁保留下来的很少。本节以棺椁保存较好的广

州汉墓
[11]

和贵县罗泊湾汉墓
[12]

为基础，对棺椁制度作简要讨论。

1．直接掩埋者基本上都是些规模小、随葬品少的小型墓，不使用木制或者其他材料

的葬具，而是将尸体及少量随葬品直接填埋。例如广州汉墓 M1002，底部填土很干净，应

该没有棺。武鸣独山岩洞葬
[13]

的死者和随葬品均放在岩洞最里端一个自然形成的长方形岩

穴内，没有木棺痕迹。

2．有棺无椁的均为一些规模较小的土坑墓，直接将木棺填埋于土坑之中。棺具多已

腐朽，能够辨认者均为长方形木棺。封开利羊墩 Ml9
[14]

墓底有一处黑灰色方框，与填土有

明显颜色分界，应是木棺腐朽留下的痕迹。

3．有棺有椁的墓根据木椁形制分为二型。

A型：井椁结构。一般为单室，且椁内不分箱。例如广州瑶台柳园岗
[15]

M11。

B 型：封门结构。单室墓和双室墓均见，椁室也随之分为单椁室和前后双椁室两种情

况，根据椁内结构分为三式。I 式：单室分箱。例如广州瑶台柳园岗 M31，椁室成长方体状，

椁室前室用五根木柱封门，下有一条横木地伏；椁内南端用木板隔出头箱，木棺置于主箱

内。Ⅱ式：双室且后椁室分箱。例如广州汉墓 M1172，木椁分为前后两室，前室残朽较甚，



后室两侧设边箱，木棺置于后室中间箱内。罗泊湾二号汉墓椁室平面呈“凸”字形，分为

前后两室，后椁室又被分隔成棺室、头箱、足箱、东、西边箱五部分。Ⅲ式：双室且后椁

室分层。例如广州汉墓 M1182，墓室分前后两室，前后椁室的木椁均腐朽严重，椁室分为

上下两层，上层置两棺、下层放随葬品。

南越国墓的棺椁见有特殊越式葬俗，例如广州农林东路 M68 的“人”字顶木椁墓
[16]

，

广州汉墓 M1048 椁室上部承棺的木架结构，罗泊湾一号汉墓椁室底板下的七个各带一棺具

的殉葬坑（其中三具方木棺、四具圆木棺）；广州汉墓 M1030 的木棺是在一整段大木中挖

出，棺底齐平，棺口两头凿成弧形，形如独木舟。

三、出土陶器

南越国墓出土器物按照材质可以分为陶器、铜器、铁器、玉石器、漆木器、金银器等

类别，而以陶器为大宗。铜器数量也比较多，主要为剑、戈、矛、镞等青铜兵器，鼎、壶、

盆等等铜容器相对较少，形制亦较为一致，而且时代演变特征不是很明显。保存完整的铁

器寥寥无几，仅见一些残兵器。玉石器、漆木器和金银器数量较少，多数出土于大墓，时

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不强。因此本节的器物类型学研究主要针对陶器，种类主要有瓮、四耳

瓮、罐、双耳罐、四耳罐、三足罐、四联罐、五联罐、瓿、盒、小盒、三足盒、三足小盒、

壶、匏壶、温壶、钫、提筒、杯、碗（钵）、盂、盆、甑、釜、鼎、纺轮等。出土数量较

少的双联罐、三联罐、双耳盒、三足套盒、四联盒、八联盒、小瓿、瓶、温酒尊、卮、勺、

甗等陶器暂不划分型式。

1．瓮（图 1-2），根据器口、颈部差别分为五型：

A型：敞口卷沿，有短颈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

M1125:3。Ⅱ式：腹部最大径接近腹中部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对面山 M150:9。Ⅲ式：腹部最

大径位于腹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贺县金钟 M1:97。演变趋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逐渐下移，

平底逐渐变大。

B型：敞口卷沿，器身略显矮胖。分为二式。I 式：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罗

泊湾 M2:96。Ⅱ式：腹部最大径位于腹的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50:1。演变趋

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C型：敞口，卷沿外翻，椭圆腹，小平底，器形高瘦，标本河东高寨 M79。

D 型：侈口。分为二式。I 式：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8:1。Ⅱ

式：腹部最大径位于腹的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对面山 M75:1。演变趋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

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E型：小直口，椭圆腹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8:33。

2.四耳瓮（图 1-2），根据器口差别分为二型：

A型：直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高领，圆肩略耸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贺县



河东高寨 M9:16。Ⅱ式：高领，圆肩，腹部最大经接近腹中部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83。

Ⅲ式：矮领，溜肩，腹部最大经接近腹中部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4:1。演变趋

势：高领→矮领，圆肩略耸→圆肩→溜肩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B型：敞口卷沿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26:2。

图 1-2:南越国墓出土陶瓮、四耳陶瓮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3．罐（图 1-3A），根据器口差别分为三型：

A型：敝口。根据口沿差别分为两个亚型：

Aa 型：卷沿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弧腹，腹部最大径接近肩部，口径大于底径，小平底，

标本广州汉墓 M1078:7。Ⅱ式：圆腹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口径稍大于底径，平底较大，标

本南越王墓:F2。Ⅲ式：圆腹，腹部最大径居中，口、底径相当，大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

M1173:24。演变趋势：弧腹→圆腹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口径大于底径→口径略大于底

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平底逐渐变大。另有“敞口卷沿扁身罐”，将其归入 Aa 型，不分式，

标本广州汉墓 M1029:6。

Ab 型：卷沿外翻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口径大于底径，小平底，标本



广州汉墓 M1097:6。Ⅱ式：腹部最大径居中，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大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117:4。

演变趋势：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口径大于底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小平底→大平底。

B型：侈口。根据器口差别和整体器形分为两个亚型：

Ba 型：侈口较大，器形矮胖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扁圆腹，腹部最大径略靠上，口径大

于底径，小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：H40。Ⅱ式：圆腹，腹部最大径接近腹中，口径与底径

相当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南越王墓:C111-2。演变趋势：扁圆腹→圆腹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

移，口径大于底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Bb 型：侈口较小，器形高瘦，最大腹径靠上，平底（或微内凹），标本对面山 M73:1。

C 型：盘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口径大于底径，圆肩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，标本对面

山 M106:14。Ⅱ式：口径与底径相当，溜肩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标本对面山 M105:4。Ⅲ式：

口径与底径相当，斜肩，腹部最大径居中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17:13。演变趋势：口径大于

底径→口径与底径相当，圆肩→溜肩→斜肩，腹部最大径位置逐渐下移。

图 1-3A:南越国墓出土陶罐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另有一些陶罐数量较少，暂不划分型式（图 1-3B）。直口鼓腹带盖罐：直口，有短颈，

扁圆腹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，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：H4。小直口鼓腹罐：小直口，有短

颈，扁腹鼓出，平底内凹，器体较小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4:50。敛口扁腹罐：敛口，无领，

腹扁圆，平底，标本淘金坑 M16:3。小直口深腹罐：小直口微敛，上腹圆鼓，腹较深，平

底，标本：罗泊湾 M2:45。广口扁身罐：广口，高领，扁圆腹，大平底，标本罗泊湾 M2:10。



直口鼓腹罐：直口，高领，圆鼓腹，小平底，标本：罗泊湾 M2:62。敛口斜直腹罐：敛口，

腹壁上部斜直，下部折收为小平底，标本安等秧 M62:2。敛口鼓腹带盖罐：敛口，上腹圆

鼓，下腹斜收为小平底，标本安等秧 M66:5。

图 1-3B:南越国墓出土陶罐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4．双耳罐（图 1-4），根据圈足有无分为两型：

A型：有圈足，子口内敛，带盖。根据整体器形差别分为三个亚型：

Aa 型：有领，有肩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扁圆腹鼓出，矮圈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2:21。

Ⅱ式：直腹，肩腹分界明显，圈足较高且分节，标本：广州汉墓 M1177:64。演变趋势：扁

圆腹鼓出→直腹，矮圈足→圈足较高且分节，Ab 型：敛口，无领，无肩，弧腹下垂，标本

罗泊湾 M2:62。Ac 型：口微敛，领较高，肩腹分界明显，下腹斜收，标本河东高寨 M9:27。

图 1-4A:南越国墓出土 A 型陶双耳罐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B 型：平底无圈足。根据器口及整体器形的不同分为六个亚型：

Ba 型：敛口，垂腹，无盖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浅腹，小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:C47。Ⅱ

式：深腹，大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40:10。演变趋势：浅腹→深腹，小平底→大平底。

Bb 型：直口，扁圆腹鼓出，带盖，器体较小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16:26。Bc 型直口，椭圆



腹，腹较深，器形高大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16:9。Bd 型：敞口，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靠

上，带盖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100。Be 型：敛口，长颈，折腹，小平底，标本河东高寨

M8:3。Bf 型：敛口直唇，上腹圆鼓，下腹斜收为平底，标本安等秧 M45:8。

图 1-4B：南越国墓出土 B型陶双耳罐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5．四耳罐（图 1-5）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两型。

A型：敞口，有短颈，圆腹，平底，无盖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14:2。

B 型：敛口，溜肩，扁圆腹，平底，带盖，标本对面山 M74:9。

图 1-5:南越国墓出土陶四耳罐、陶三足罐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

6．三足罐（图 1-5）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五型：

A型：小直口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袋形腹，圜底近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48:31。Ⅱ式：

圆鼓腹，小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8:4。演变趋势：袋形腹→圆鼓腹，圜底近平→小平

底。B型：敛口，斜直领较高，扁圆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44:1。C 型：小敛口，折腹，平

底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16:1。D 型：口微敛，腹部斜直折收为平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50:28。

E 型：直口，矮领，圆鼓腹，平底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5:12。

7．四联罐（图 1-6），根据足的有无分为两型：

A型：有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短直足（或外撇足），标本贺县河东高寨 M7:45。Ⅱ式：

卷曲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57:2。演变趋势：短直足→卷曲足。

B型：平底无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65:10。

图 1-6:南越国墓出土陶联罐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8．五联罐（图 1-6），根据足的有无分为两型：

A 型，有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短直足（或外撇足）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95:2。Ⅱ式：



卷曲型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3:39。演变趋势：短直足→卷曲足。

B型：平底无足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8:22。

9．瓿（图 1-7），根据器底差别和整体器形分为三型：

A型：平底无足。根据器口的不同和耳的有无分为五个亚型。

Aa 型：直口（或微敛），矮领，肩部有双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上腹外鼓突出，腹部最

大径靠近肩部，小平底，标本对面山 M11:11。Ⅱ式：上腹外鼓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平底较

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5:2。Ⅲ式：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腹中部，大平底，标本广

州汉墓 M1085:5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出→上腹外鼓→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位置逐渐

下移，平底逐渐变大。

图 1-7:南越国墓出土陶瓿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Ab 型：敛口，肩部有双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上腹外鼓突出，肩很宽，小平底，标本

银山岭 M115:8。Ⅱ式：上腹外鼓，肩较宽，平底较大，标本银山岭 M108:13。Ⅲ式：上腹

圆鼓，肩较窄，大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：E37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出→上腹外鼓→上

腹圆鼓，肩逐渐变窄，平底逐渐变大。

Ac 型：侈口，肩部有有双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上腹圆鼓突出，小平底，标本兴安石



马坪 M22:14。Ⅱ式：上腹圆鼓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南越王墓：C42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

出→上腹圆鼓，平底由小变大。Ad 型：敛口短直唇，无耳，上腹圆鼓，下腹斜收为平底，

标本银山岭 M74:1。Ae 型：直口，矮领，腹圆鼓，带盖，无耳，平底，标本南越王墓:D8。

B 型：平底，敛口，无唇或侈唇，圆鼓腹，腹部最大径位于腹中部，标本面头岭 M26:1、

面头岭 M15:8。

C 型：平底、三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上腹外鼓突出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，小平底，

标本银山岭 M3:13。Ⅱ式：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靠近腹中部，平底较大，标本广州汉墓

M1009:1。演变趋势：上腹外鼓突出→上腹圆鼓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，平底由小变大。

10.盒（图 1-8A），根据圈足的有无分为两型：

A型：有圈足，子口内敛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弧腹缓收，腹较浅，矮圈足，标本广州汉

墓 M1040:3。Ⅱ式：腹近直，腹较深，矮圈足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17:9。Ⅲ式：直腹微内

凹，深腹，高圈足，标本对面山 M121:4。演变趋势：弧腹缓收→腹近直→直腹微内凹，腹

逐渐变深，矮圈足→高圈足。

B型：平底无圈足。根据整体器分为两个亚型。Ba 型：敛口，鼓腹突出，无盖，标本

银山岭 M71:10。Bb 型：敛口，斜直腹，圆弧盖，标本对面山 M106:16。

图 1-8A:南越国墓出土陶盒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

11.小盒（图 1-8A），根据圈足的有无分为两型：

A型：有圈足，敛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弧腹，腹较浅，矮圈足，标本对面山 M95:2。

Ⅱ式：弧腹，腹较深，圈足稍高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4:49。Ⅲ式：斜直腹，腹较深，圈足

稍高，标本银山岭 M73:5。演变趋势：弧腹→斜直腹，腹渐深，圈足渐高。

B型：平底无圈足。根据器腹差别分为两个亚型：

Ba 型：敛口，曲腹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鼓腹突出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93:4。Ⅱ式：

鼓腹，平底稍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7:13。Ⅲ式：弧腹近直，平底稍大，标本广州汉墓

M1121:9。演变趋势：鼓腹突出→鼓腹→弧腹近直，平底渐大。

Bb 型：直口，直腹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直口微敛，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153:15。Ⅱ

式：直口或微外敞，平底较大，标本罗泊湾 M1:248。演变趋势：直口微敛→直口或微外敞，

平底由小变大。

12.三足盒（图 1-8B），根据足部形态分为二型：

A 型：短扁足，子口内敛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浅腹，圜底，足直立，标本广州黄花岗

M1:8。Ⅱ式：腹较深，圜底近平，足外撇，标本罗泊湾 M1:245。Ⅲ式：深腹，平底，足外

撇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9:18。演变趋势：腹逐渐变深，圜底→圜底近平→平底，足直立→

足外撇。

B型：卷曲形足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圜底，足端略卷，足直立，标本银山岭 M92:8Ⅱ式：

平底，足端卷曲较甚，足外撇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0:31。演变趋势：圜底→平底，足端略

卷→足端卷曲较甚、足直立→足外撇。

图 1-8B:南越国墓出土陶盒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13.三足小盒（图 1-8B），分为三式。I 式：无盖钮，足直立，标本银山岭 M108:4。Ⅱ



式：捉手盖钮，足微向外撇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4:23。Ⅲ式：半环盖钮，足微撇，标本广

州汉墓 M1177:86。演变趋势：无盖钮→捉手盖钮→半环盖钮、足直立→足微向外撇→足微

撇。

14.格盒（图 1-8B），根据格的数量分为两型：

A 型：四格盒，下附三足。分为二式。I 式：圜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39:22。Ⅱ式：

平底，标本河东高寨 M8:14。演变趋势：圜底→平底。

B型：七格盒，平底，下附三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29。

15.壶（图 1-9），根据底部差别分为三型：

A型：底附圈足。根据器口差别分为三个亚型：

Aa 型：敛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粗短颈，圆腹，矮圈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42:15。Ⅱ

式：短颈较细，圆鼓腹，高圈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8:8。Ⅲ式：细长颈，圆鼓腹，高圈

足且分节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3:34。演变趋势：粗短颈→短颈较细→细长颈，圆腹→圆鼓

腹，矮圈足→高圈足→高圈足且分节。

图 1-9:南越国墓出土的陶壶和陶钫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

Ab 型：直口或口微外侈，圆鼓腹，圈足较高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5:46。

Ac 型：侈口较大，粗短颈，腹部有一对辅首衔环耳，圈足较高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7:2。

B 型：平底无足，敞口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弧腹，束颈短粗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27:4。

Ⅱ式：圆鼓腹，束颈短粗，标本南越王墓:C45。Ⅲ式：圆鼓腹，颈细长，标本河东高寨 M8:127。

演变趋势：弧腹→圆鼓腹，束颈短粗→颈细长。

C型：圜底，直颈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粗颈，尖圜底，标本石马坪 M23:4。Ⅱ式：颈较

细，圜底近平，标本石马坪 M11B:5。演变趋势：粗颈→颈较细，尖圜底→圜底近平。

16．钫（图 1-9），分为两式。I 式：器盖底平，方座足较矮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6:9。

Ⅱ式：器盖呈覆斗形、盖内有舌，方座足较高且分节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6:2。演变趋势：

器盖底平→器盖呈覆斗形、盖内有舌，方座足较矮→方座足较高且分段。

17.匏壶（图 1-10），根据足部差别分为三型：

A型：圈足，敛口附小直唇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37。B 型：平底无足。分为两式。I

式：敛口，腹部最大径靠上，标本南越王墓:H45。Ⅱ式：敛口附小直唇，腹部最大径靠下，

标本广州汉墓 M1083:12。演变趋势：敛口→敛口附小直唇，腹部最大径位置下移。C型：

三短足，敛口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13:1。

18.温壶（图 1-10），圆形略扁，有流，假盖，密封。根据足的有无分为两型。A型：

平底无足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0:19。B 型：平底附三短足，标本罗泊湾 M2:52。

19.提筒（图 1-10）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三型。A型：器身宽广，敛口，小斜肩，弧腹

缓收，标本对面山 M53:4。B 型：器身宽广，直口微敛，直筒腹微弧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1:49。

C 型：器身修长，直口，直筒形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80:50。

图 1-10：南越国墓出土匏壶、温壶、提筒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

20.钵（碗）（图 1-11），根据底部差别分为四型：

A型：平底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三个亚型：

Aa 型：直口，器腹圆筒状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上腹直、下腹近底处斜收，标本安等秧

M13:3。Ⅱ式：直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07:8。演变趋势：上腹直、下腹近底处斜收→直腹。

Ab 型：直口，器腹窄，腹较深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直口微敞，下腹缓收，标本银山岭

M22:4。Ⅱ式：直口微敛，下腹斜收急促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28:3。演变趋势：直口微敞→

直口微敛，下腹缓收→下腹斜收急促。

Ac 型：敛口，器腹宽大，小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口内敛甚，上腹鼓出，标本安等

秧 M50:8。Ⅱ式：口微内敛，上腹圆弧，标本：罗泊湾 M2:46。演变趋势：口内敛甚→口

微内敛，上腹鼓出→上腹圆弧

B型：台底，口微敛，器腹较深，标本银山岭 M153:16。C 型：假圈足，底微内凹，子

口内敛，器腹宽且浅，标本银山岭 M74:2。D 型：圈足，直口，平折沿，器腹宽且浅，标

本广州淘金坑 M22:25。

图 1-11:南越国墓出土陶钵（碗）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1.盆（图 1-12），根据底部差别分为三型：

A型：底附圈足，直腹圜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3:38。

B 型：平底。根据口沿差别及整体器形分为三个亚型。Ba 型：沿面平整。分为两式。

I 式：折腹，腹较浅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5:17。Ⅱ式：弧腹，腹较深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9:6。

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，腹较浅→腹较深。Bb 型：沿面下凹，斜直腹，腹较深，标本南越

王墓:E14。Bc 型：沿面倾斜，分为两式。I 式：腹微折，腹较浅，标本贺县河东高寨 M4:40。

Ⅱ式：圆弧腹，腹较深，标本狮雄山 L1:10。演变趋势：腹微折→圆弧腹，腹较浅→腹较



深。

C型：平底内凹，直口，短颈，圆鼓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05:13。

图 1-12：南越国遗存出土陶盆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2.甑（图 1-13），根据口沿差别及整体器形分为五型：

A型：斜折沿，大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折腹，标本河东高寨 M4:36。Ⅱ式：弧腹近

直，标本罗泊湾 M2:51。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近直。

B型：斜折沿，弧腹急收为小平底，浅腹，标本南越王墓:E72。

C 型：平折沿，大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折腹，标本广州大宝岗 M7:1。Ⅱ式：弧腹，

标本广州淘金坑 M1:10。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。

D型：平折沿，器腹较深，小平底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折腹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1:8。

Ⅱ式：弧腹，标本南越王墓:E3。演变趋势：折腹→弧腹。

E型：体型较大，敞口，深腹，标本罗泊湾 M1:326。

图 1-13:南越国墓出土陶甑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

23.釜（图 1-14），根据器口差别和整体器形分为四型：

A型：口微敞，粗短颈，圜底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7:7。

B 型：盘口，无颈，根据耳的有无和器腹差别分为三个亚型。Ba 型：无耳，腹较浅。

分为两式。I 式：口略盘，圜底较尖，标本对面山 M94:8。Ⅱ式：盘口，圜底平缓，标本广

州汉墓 M1116:64。演变趋势：口略盘→盘口，圜底较尖→圜底平缓。Bb 型：无耳，腹部

圆鼓且较深，圜底平缓，标本狮雄山 F2:1。Bc 型：肩部有两个半环耳，盘口，肩腹转折

明显，腹壁近直，圜底平缓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50:32。

C 型：大盘口，圆腹，平底，标本曲江马坝 M1:2。

D 型：敞口，斜直腹壁，尖圜底，标本安等秧 M56:2。

图 1-14:南越国墓出土陶釜型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4.杯（图 1-15），根据器口及整体器形差别分为四型：

A型：敛口，弧腹，假圈足，标本银山岭 M75:1。B 型：直口，上腹直，下腹折收成小

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129:1。C 型：敝口，斜腹下收成小平底，标本银山岭 M65:4。D 型：

直口，直腹，平底，标本安等秧 M7:2。

图 1-15:南越国墓出土陶杯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5.鼎（图 1-16），根据口沿和足部差别分为四型：

A型：敛口，兽蹄足为主，根据器腹差别分为四个亚型：



Aa 型：器腹宽扁，有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盖顶近平，耳上端高出盖顶，弧腹斜收，

浅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56:16。Ⅱ式：盖隆起，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，弧腹，浅腹，标本

广州汉墓 M1152:27。Ⅲ式：盖隆起，耳上端低于盖顶，圆鼓腹，腹较深，标本广州汉墓

M1101:20。演变趋势：盖顶近平→盖隆起，耳上端高出盖顶→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→耳上

端低于盖顶，弧腹斜收→弧腹→圆鼓腹，腹渐深。

Ab 型：垂腹，有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盖顶近平，耳上端高出盖顶，腹较浅，标本广

州汉墓 M1057:9。Ⅱ式：盖隆起，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，腹较深，标本南越王墓:C15。Ⅲ

式：盖隆起深，耳上端低于盖顶，深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82:36。演变趋势：盖顶近平→

盖隆起，耳上端高出盖顶→耳上端与盖顶约齐平→耳上端低于盖顶，腹部逐渐变深。

Ac 型：球形腹，肩附两耳，三短蹄形足，标本对面山 M106:3。

Ad 型：腹宽扁，腹腔剖面近似长方形，无耳，标本南越王墓:H42。

图 1-16A:南越国墓出土陶鼎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B 型：盘口，扁足或柱足。根据耳的有无和整体器形的不同分为两个亚型。

Ba 型：有耳，器腹宽扁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口略盘，浅腹，标本南越王墓:C11。Ⅱ式：

盘口，腹较深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5:10。演变趋势：口略盘→盘口，浅腹→腹较深。



Bb 型：无耳，器身似釜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圜底略尖，足内撇，标本银山岭 M15:4。

Ⅱ式：圜底平缓，足直立，标本广州淘金坑 M25:7，演变趋势：圜底略尖→圜底平缓，足

内撇→足直立。

C型：敛口，扁柱足，袋状垂腹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盖近平，腹较深，标本南越王墓：

C263。Ⅱ式：盖隆起，深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69:21。演变趋势：盖近平→盖隆起，腹较

深→深腹。

D 型：盘口，锥状足。分为三式。I 式：口微敞，锥足较短，标本银山岭 M129:3。Ⅱ

式：敞口略盘，锥足较高，标本银山岭 M115:6。Ⅲ式：盘口，锥足较高，标本银山岭 M33:2。

演变趋势：口微敞→敞口略盘→盘口，锥足逐渐增高。

图 1-16B:南越国墓出土陶鼎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6.盂（图 1-17），根据器口及整体器形的不同分为五型：

A型：小直口。分为二式。I 式：圆腹，小平底，标本：贺县金钟 M1:55。Ⅱ式：折腹，

平底内凹，标本：广州汉墓 M1176:7。演变趋势：圆腹→折腹，小平底→平底内凹。

B型：侈口。分为二式。I 式：圆弧腹，下腹斜收为小平底，标本：罗泊湾 M2:84。

Ⅱ式：折腹，平底内凹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76:8。演变趋势：圆弧腹→折腹，小平底



→平底内凹。

C 型：直口，领较高，折腹或扁圆腹，小平底，标本：广州汉墓 M1103:13。D 型：敞

口，卷沿，粗短颈微束，垂腹，平底，标本：广州黄花岗 M1:25。E 型：口略盘，沿面内

折，弧腹，平底，标本：广州黄花岗 M1:27。

图 1-17:南越国墓出土陶盂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7.鐎尊（图 1-18），根据口部差别及整体器形分为三型：

A型：直口，短颈，下腹圆鼓，标本银山岭 M119:12。

B 型：敛口，器身高瘦，长直颈，腹圆鼓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75:11。

C 型：敛口，粗短颈，器身矮胖。分为两式。I 式：腹圆鼓，标本广州汉墓 M1105:1。

Ⅱ式：扁腹，标本：南越王墓:B16。演变趋势：腹圆鼓→扁腹。

图 1-18:南越国墓出土陶鐎尊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

28.豆（图 1-19）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两型：

A型：器身宽扁，盘较浅，标本广州汉墓 M1048:62。

B 型：器身厚重，子母口，浅盘，实心足柄，标本罗泊湾 M1:362。

图 1-19:南越国墓出土陶豆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
29.纺轮（图 1-20），根据整体器形分为五型：

A型：算珠状，横截面呈菱形，器身宽扁，标本狮雄山 F3:39。

B 型：算珠状，横截面呈菱形，器身高瘦，标本狮雄山 F1:1。

C 型：算珠状，横截面呈六边形，标本银山岭 M104:1。

D 型：柱饼状，横截面呈长方形，标本徐闻县五里镇 T301H8:7。

E 型：柱饼状，横截面呈梯形，标本安等秧 M57:1。

图 1-20 南越国墓出土陶纺轮（比例尺不统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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